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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电力、石化等区域垄断性运作系统能力因突发事件受损的情况,从运作管理的视角探讨监管惩罚、管理

者应急态度和应急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构造相应的单阶段和多阶段应急运作模型. 从理论上证明了监管惩罚的

边界和惩罚机制参数与应急决策变量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服务和生产两类系统的监管机制和管理者应急决策

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对监管部门制定惩罚机制、管理者改善应急管理绩效具有较好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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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at loss would occur when some regional monopoly operation systems(OS), such as the power grid and refinery,

loss their critical capacities after some shock of unexpected events. Therefore, a situation is considered that a third-party

regulator, such as public sector, launches the supervision penalty to motivate the OS’s manager to accelerate its recovery

procedure. The relationship of supervision penalty, the manger’s contingent attitude and decision variables in a single and a

multiple-periods environment. Some numerical analysis of the two-types of OS are mad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help the regulator to setup up an effective supervision-penalty mechanism, and also can help the OS’s

manager to make a decision during the recovery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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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引引 言言言

电力、通信和石化等大型运作系统是国家、社会

基础服务和能源的提供商, 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运

营中断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为了保障经

济安全和公共利益,许多国家对上述运作系统进行了

监管, 确保企业从应急预案和应急运作两个方面预

防或降低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过失惩罚是大多监管

条例中重点明确的内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 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 1)诉讼赔偿的仲裁式惩罚. 例如,

美国公共事业监管委员会负责接受消费者赔偿申请

后,依据监管条例对赔偿进行仲裁. 该惩罚方式理论

上会使企业陷入为数庞大的消费者诉讼, 以增加过

失成本来促进企业事前的积极预防, 但事实上突发

事件爆发后, 企业为降低损失会对事故进行隐瞒, 如

2003年美加停电事故中,美国第一能源公司将事故原

因归结于软件故障而非缺乏必要维护之故; 另外, 企

业通过政治游说极大地削弱了该机制的威慑力, 如

美加大停电特别工作组的调查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整

改措施之一:“确保电力公司与监管机构运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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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政府出面监督, 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类似地,

Aoki等[1]对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分析之后指出:

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垄断企业 (如电力),在缺乏一

个独立且高尚的安全机构监管下,并不必然将社会福

利纳入其安全运营的考虑之内.事实上, 该惩罚机制

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2)强制性的

行政惩罚. 该监管机制直接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规定了

惩罚的措施,如中国国务院颁布的 493号令 (2007)和

599号令 (2011), 都明确了不同事故对应的强制性惩

罚金额. 对比第 1种监管惩罚机制,第 2种监管机制因

为有明确的法规条文规定、政府出面监管的公正性和

独立性,越来越受到全球范围内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认

可,然而惩罚边界难以确定是该机制的最大弊病, 条

例规定的惩罚机制也没有实际或理论的支持和说明,

针对不同类型运作系统采取同样的监管原则能否改

善应急管理绩效也没有相关的案例支持.

从上述情况来看,对电力、石化等社会基础服务

和能源提供商加强行政监管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趋

势. 因此,在确保上述运作系统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充

分考虑社会福利和公共安全的同时,如何在强制性监

管惩罚的背景下,从运作管理的视角增强监管效率和

管理者应急决策绩效是本文研究的两个重要出发点.

首先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对模型和符号

进行约定, 并构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 然后基于最优

化和动态规划的视角对模型进行数理证明,并设计算

法对关键参数进行数值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和未

来的研究展望.

1 文文文献献献综综综述述述

在过去的 10年中,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企业的应

急管理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从定性研究的文献来看,

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实证和框架分析两个角度研

究供应链中发生概率小但影响巨大的运作中断事件,

并从防范供应链中断、保持业务可持续性的角度提出

如战略联盟、能力冗余、协调分配等应急策略[2-4]. 从

定量化的模型研究来看,现有应急运作管理的文献大

致可以从以下 4个方面进行分类和回顾:

1)面向应急中断的供应商选择问题.这方面研究

的主要出发点是: 如何通过供应商基数的选择防范突

发事件对供应链造成的失效. 如Berge等[5]首次在灾

难和极端事件情景下将供应失效纳入到供应商数量

的选择问题,后来一些学者在该研究的基础上放松了

供应商失效概率唯一的假设[6];或增加了服务水平最

大化情况下应急预算和成本约束,对供应商选择问题

重新进行了研究[7].

2)应急采购和应急库存策略的问题. 这方面研

究吸引了最多学者的关注, 其理论模型的主要出发

点是: 如何在应急期间进行订单分配和库存协调.如

供应链上游中断后, 下游如何通过预防性的库存控

制、供应商之间的订单分配或启用备份供应商[8]; 或

考虑风险中性、规避和CVaR风险控制下的保护预防

策略[9]; 或主要供应商发生中断后, 下游愿意等待其

恢复的情景下,研究供应恢复速度对订单分配和库存

策略的影响[10];或供应商中断时间长短对预防性库存

设置的影响[11].

3)应急生产和调度计划方面的研究.考虑系统能

力中断或被削弱情况下的重新排程问题,其理论模型

主要出发点是: 如何最小化初始目标和应急计划之间

的偏移成本. 一些学者对运作系统中断后的应急调度

模型和数学求解算法进行了研究,关注的是应急期间

调度算法效率和优化问题[12-14];另一些学者从“生产-

库存”角度对应急环境下的生产计划、能力恢复等问

题进行了研究,目的是在能力建设和联盟战略方面给

出相关建议[15-16].

4)激励机制和契约协调缓解应急损失方面的研

究, 可以从供应链成员间的援助、上下游风险信息

披露的角度理解.如一些学者从防止供应链中断的

角度对成员间的援助机制、援助金额决策进行了研

究[17-18],或价格和订单承诺在激励供应商事前保留冗

余能力方面的激励作用[19];另一些学者认为信息共享

在应急期间的作用非常重要,如何通过风险信息租金

或采购合同中的费率设计来鼓励上下游披露应急期

间的风险信息[20-21].

从现有文献回顾来看, 上述理论模型大多集中

于供应链应急管理领域,其运作模型和协调策略的构

建均基于市场竞争环境假设下的供应链应急运作管

理. 然而,对于电力、石化等具有极强公共属性和区域

垄断特性的运作系统而言,还有以下两个问题应得到

进一步关注,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

开:

1)突发事件对上述区域垄断性运作系统造成冲

击后会产生极强的负外部效应,社会安全、环境污染

和经济停滞将严重危害到社会福利,仅以降低缺货惩

罚为主要目标的应急运作和协调策略[8-11,18,20], 显然

无法解释北美大停电事故中社会福利受损的现象,而

以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监管惩罚如何确定在上述模

型中并没有得到关注. 此外,在强制性的行政监管机

制下,“是否存在一个具备管理学意义上的监管惩罚

边界, 这既能迫使企业积极应急, 同时又不至于恶化

企业未来的运营绩效”这一问题也未见到相关研究.

2)与风险不同的是,突发事件具有小概率性、突

然性、破坏性和不可重复性等特点,管理者在应急过

程中充满了经验主义,其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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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得到验证[22]. 例如:突发事件对系统运营能力造

成损坏后,管理者通常认为外部存在的临时能力替代

支援越多越好,如更多的应急发电车、更大容量的应

急基站或通信卫星、能够提供更多燃料等实物支援的

伙伴企业、租用尽可能得到的临时生产线等. 另外,管

理者也会认为自身能力恢复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结束

应急状态, 并降低成本. 因此, 管理者依据经验做出

的能力投资、联盟和维修技术投资决策都倾向于做

出“越多越好”的判断, 但这些外部能力支援和内部

能力恢复对应急管理绩效的贡献是否相同?是否会对

企业未来经营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均没有

得到相关理论和案例的支持.

2 模模模型型型假假假设设设和和和符符符号号号约约约定定定

不同系统运作能力输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

能力是否可以通过实物库存对跨期需求进行满足的

角度,可将运作系统分为服务和生产两类系统,前者

提供如电力、通讯等服务型产品,后者提供如石油炼

化、芯片等实物产品. 当突发事件造成系统能力损伤

后, 两类运作系统的应急运作模式如图 1所示. 当突

发事件对运作系统能力造成冲击后,系统原有可供运

营的能力水平降至正常水平之下,设为 𝑑0. 企业修复

技术水平、应急备件供给情况等会造成能力应急管理

呈现多阶段的特点,单个阶段内系统能力恢复存在上

限,即 𝑟𝑛 ⩽ 𝑅,而已恢复的能力在应急阶段末投入运

营, 第𝑛阶段末 (即第𝑛 + 1阶段期初)系统持有的能

力水平为 𝑑𝑛+1 = 𝑑𝑛 + 𝑟𝑛,经过𝑁个阶段能力水平恢

复到 𝑑𝑁后应急结束. 两类运作系统的本质差异是生

产系统中存在实物库存,服务系统则无法跨期存储剩

余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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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类运作系统能力受损后的应急模型

由于电力、石化等运作系统往往具有一定的区

域独占性, 应急期间的外部需求 𝑦𝑛可依据历史数据

进行推断[10], 设其概率密度和分布函数为 𝑓(𝑦𝑛)和

𝐹 (𝑦𝑛). 应急期间, 系统可向外部伙伴企业发出𝑢𝑛的

能力支援需求, 外部企业可提供能力支援数量𝑥𝑛为

[0, 𝑆]之间的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和分布函数为 𝑔(𝑥𝑛)

和𝐺(𝑥𝑛),单个应急阶段内系统实际获得的能力支援

数量为min{𝑢𝑛, 𝑥𝑛}.

在能力应急恢复阶段, 企业将付出能力恢复成

本𝑃 (𝑟𝑛),如果𝑃 (𝑟𝑛)非常高,则管理者宁可中断合同,

向客户支付缺货赔偿, 也不会积极恢复受损能力[1].

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电力、燃料这些基础要素无法

正常供给将在更大范围内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

政府通常会对这些大型运作系统施加监管惩罚Θ来

迫使管理者积极应急,将受损能力恢复至正常水平或

匹配外界需求.

为了平衡应急期间运作系统的运营成本和监管

惩罚, 在每个应急阶段的期初,管理者决策当期能力

投入水平𝑍𝑛、能力恢复量 𝑟𝑛和外部支援能力使用数

量min{𝑢𝑛, 𝑥𝑛},相应的单阶段应急成本函数为 (为简

便起见,除必须说明外, 以下各式的参数中省略阶段

下标𝑛)

𝜙𝑛(𝑍, 𝑟, 𝑢) =

ℎ(𝑍 − 𝑦)+ + 𝑘(𝑍 − 𝑦)− + 𝑐0(𝑑+ 𝑟)+

𝑐1 min{𝑢, 𝑥}+ 𝑃 (𝑟) +Θ . (1)

其中: 第 1项为投入能力过多产生的库存成本, 对于

服务运作系统而言,单位库存成本ℎ = 0;第 2项为投

入不足产生的缺货成本, 𝑘为单位缺货成本;第 3项为

自身能力投入的运营成本, 𝑑为第𝑛阶段系统持有的

能力, 𝑟为恢复的受损能力, 𝑐0为单位能力运营成本;

第 4项为外部能力支援的使用成本, 𝑐1为单位外部能

力的使用成本,且 𝑐1 > 𝑐0; 第 5项为受损能力的恢复

成本, 考虑到电力、石化等系统能力修复成本昂贵,

具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特点, 𝑃
′
(𝑟) > 𝑐1, 𝑃

′′
(𝑟) ⩾ 0,

𝑃
′
(𝑟) > 𝑐1表示单位能力恢复的成本要高于外部能力

使用成本;第 6项为监管部门的惩罚,即

Θ = 𝑤(𝛽𝑍𝑛𝑚𝑙 − 𝑑− 𝐼 − 𝑟)+, (2)

𝑤为能力缺口部分的单位惩罚成本, 𝑍𝑛𝑚𝑙为正常情况

之下系统投入运营的能力水平, 𝛽 (0 ⩽ 𝛽 ⩽ 1)为监管

惩罚系数, 𝐼为第𝑛阶段的累积库存水平,对于服务运

作系统, 𝐼 = 0. 因为当前监管条例中约定的惩罚是以

系统实有能力和应急目标之间的缺口计算,并没有考

虑外部支援对需求缺口的补充,所以Θ中忽略了外部

能力支援𝑥.

由式 (2)可见,两类运作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生

产运作系统可以通过实物库存对外部需求进行缓冲.

一个简单的直觉是: 即使监管部门对两类系统采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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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𝑤, 𝛽值也应有不同,否则不同系统管理者的应急

绩效会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本文定义𝛽 = 1表示无

限度惩罚,即系统能力输出恢复到正常水平时免除惩

罚; 0 ⩽ 𝛽 < 1表示有限度惩罚,即恢复到一定水平后

免除惩罚.

3 最最最优优优应应应急急急决决决策策策及及及其其其特特特性性性分分分析析析

首先从管理者角度分析应急期间的最优运作决

策,并分析监管部门采取的惩罚边界和不同惩罚机制

下运作系统的应急绩效;然后研究管理者的应急决策

路径,分析可供改善应急决策的参数调节方向.

式 (1)构造了单阶段应急成本和相应的决策变

量,能够降低决策优化的难度且符合应急特点. 假设

管理者首先决策当期最优的能力投入水平𝑍𝑛𝑚𝑙, 然

后决策恢复能力 𝑟, 最后决策外部能力支援𝑢. 由于

𝑍𝑛𝑚𝑙 = 𝑢 + 𝑟 + 𝑑 + 𝐼 ,管理者实际需要决策的只有 𝑟

和𝑢. 此外, 借鉴Weng[23]关于风险测度的定义, 根据

𝑢 + 𝑟和能力缺口之间的比值构造管理者的应急态度

因子𝛼,有

𝑢+ 𝑟 = 𝛼(𝑍𝑛𝑚𝑙 − 𝑑− 𝐼). (3)

可以看出, 𝛼越大表示管理者应急态度越激进, 并且

倾向于决策更多的𝑢和 𝑟. 进一步将式 (3)重写为 𝑢 =

𝛼(𝑍𝑛𝑚𝑙 − 𝑑− 𝐼)− 𝑟并代入式 (1),则单阶段应急成本

函数可以简化为只有单个决策变量的目标函数𝜙(𝑟),

由此对第𝑛阶段的应急成本函数𝜙(𝑟)求期望成本函

数Φ(𝑟),即

Φ(𝑟) =

(1−𝐺(𝑢))
{
ℎ

w 𝑍𝑛𝑚𝑙

𝑦=0
(𝑍𝑛𝑚𝑙 − 𝑦)𝑓(𝑦)d𝑦 + 𝑐1𝑢+

𝑐0(𝑑+ 𝑟) + 𝑃 (𝑟) + 𝑘
w +∞
𝑦=𝑍𝑛𝑚𝑙

(𝑦 − 𝑍𝑛𝑚𝑙)𝑓(𝑦)d𝑦
}
+

ℎ
w 𝑢

𝑥=0

w 𝜉

𝑦=0
(𝜉 − 𝑦)𝑓(𝑦)𝑔(𝑥)d𝑦d𝑥+

𝑘
w 𝑢

𝑥=0

w +∞
𝑦=𝜉

(𝑦 − 𝜉)𝑓(𝑦)𝑔(𝑥)d𝑦d𝑥+w 𝑢

𝑥=0
(𝑃 (𝑟) + 𝑐0(𝑑+ 𝑟) + 𝑐1𝑥)𝑔(𝑥)d𝑥+Θ , (4)

其中 𝜉 = 𝐼 + 𝑥+ 𝑑+ 𝑟.

定理 1 对于两类运作系统,其单阶段应急成本

函数Φ(𝑟)为凸函数, 存在最优值 𝑟∗使得应急成本最

低, 𝑢∗采用 order-up-to策略, 且𝑢∗ = (min{𝛼(𝑍𝑛𝑚𝑙 −
𝑑− 𝑟)− 𝑟, 𝑆})+.

证证证明明明 对式 (4)求关于 𝑟的一阶导数,得
∂Φ(𝑟)

∂𝑟
=

(ℎ+ 𝑘)
w 𝑢

𝑥=0
𝑔(𝑥)𝐹 (𝜉)d𝑥+ 𝑃

′
(𝑟) + 𝑐0 − 𝑐1+

(ℎ+ 𝑘)(1−𝐺(𝑢))𝐹 (𝑍𝑛𝑚𝑙) + ∂Θ/∂𝑟. (5)

由式 (2)可知,当 𝛽𝑍𝑛𝑚𝑙−𝑑−𝐼−𝑟 < 0时, Θ = 0;

当 𝛽𝑍𝑛𝑚𝑙 − 𝑑− 𝐼 − 𝑟 > 0时, ∂Θ/∂𝑟 = −𝑤. 进一步求

其二阶导数,得
∂2Φ(𝑟)

∂𝑟2
=

(ℎ+ 𝑘)
w 𝑢

𝑥=0
𝑔(𝑥)𝑓(𝜉)d𝑥+

𝑃
′′
(𝑟) + (ℎ+ 𝑘)(1−𝐺(𝑢))𝑓(𝑍𝑛𝑚𝑙). (6)

式 (6)中, 等式右边各项均为非负, 因此 ∂2Φ(𝑟)/∂𝑟2

⩾ 0 , 即Φ(𝑟)是凸函数, 且与参数Θ无关.进而得到,

满足式 (5) ∂Φ(𝑟)/∂𝑟 = 0的解 𝑟∗是最优解, 且𝑢∗ =

(min{𝛼(𝑍𝑛𝑚𝑙−𝑑− 𝑟)− 𝑟, 𝑆})+,其中𝑆为外部能力支

援的上限. □

定理 2 对于两类运作系统, 当𝑤 > 𝑃
′
(𝑟) + ℎ

+ 𝑘 + 𝑐0 − 𝑐1时, ∂Φ(𝑟)/∂𝑟 < 0,能力恢复最优决策 𝑟∗

= 𝑅;当𝑤 < 𝑃
′
(𝑟) + 𝑐0 − 𝑐1时, ∂Φ(𝑟)/∂𝑟 > 0且 𝑟∗ =

0;其余情况下, Φ(𝑟)为凸函数, 𝑟∗为满足 ∂Φ(𝑟)/∂𝑟 =

0的解.

证证证明明明 考虑式 (5)中Θ > 0的情况. 对式 (5)进行

条件放缩可得

𝑃
′
(𝑟) + 𝑐0 − 𝑐1 − 𝑤 ⩽

∂Φ(𝑟)/∂𝑟 ⩽ 𝑃
′
(𝑟) + ℎ+ 𝑘 + 𝑐0 − 𝑐1 − 𝑤. (7)

若𝑤 > 𝑃
′
(𝑟) + ℎ + 𝑘 + 𝑐0 − 𝑐1,则对于式 (7)右边有

∂Φ(𝑟)/∂𝑟 < 0, 即Φ是关于 𝑟的单调递减函数, 管理

者最优的决策是全力恢复受损能力, 𝑟∗ = 𝑅. 当𝑤 <

𝑃
′
(𝑟) + 𝑐0 − 𝑐1 时, 式 (7)左边有 ∂Φ(𝑟)/∂𝑟 > 0, 即Φ

是关于 𝑟的单调递增函数,管理者最优的决策是 𝑟∗ =

0,在此条件下管理者将不再恢复受损能力. 其余情况

中,由定理 1可知, Φ为凸函数, 𝑟∗为满足 ∂Φ(𝑟)/∂𝑟 =

0的解. 此外, 𝑢∗依然采用 order-up-to策略, 如定理 1

所示. □

推论 1 对于服务运作系统, Δ𝛽, Δ𝑤 ∝ Δ𝑟, 即

提高𝑤、𝛽均能迫使管理者恢复更多的受损能力 𝑟;相

反会降低 𝑟的决策.

证证证明明明 定理 1已经证明 𝑟∗为令式 (5)等于零的

解,当𝛽𝑍𝑛𝑚𝑙−𝑑−𝐼−𝑟 > 0时,对于式 (5)有 ∂Φ/∂𝑟 ⩽
ℎ+𝑘+𝑃

′
(𝑟)+𝑐0−𝑐1−𝑤. 可以看出, 𝑤增加时 𝑟增加,

因此Δ𝑤和Δ𝑟正相关,即Δ𝑤 ∝ Δ𝑟. 对式 (2)进行变

形, 得到Θ = 𝑤𝛽(𝑍𝑛𝑚𝑙 − (𝑑 + 𝐼 + 𝑟)/𝛽)+. 将𝑤𝛽视

为新的单位惩罚值 𝑤̄, 可以看出, 提高 𝛽与提高𝑤的

效果相同, 因此在定理 1的保证下Δ𝛽与Δ𝑟正相关,

即Δ𝛽 ∝ Δ𝑟. □

推论 2 对于生产运作系统, Δ𝛽,Δ𝑤 ∝ Δ𝑟,Δ𝐼 ,

提高𝑤, 𝛽不仅会迫使管理者恢复更多的受损能力 𝑟,

而且会增加应急期末的库存水平 𝐼;相反,管理者会降

低 𝑟和 𝐼 .

证证证明明明 推论 2证明与推论 1相同, 可得Δ𝛽,Δ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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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𝑟, 根据对偶原理, Δ𝛽, Δ𝑤与Δ𝐼正相关, 即Δ𝛽,

Δ𝑤 ∝ Δ𝐼 . □

定理 2证明了能力恢复到正常水平时的监管惩

罚下界,即𝑤 > 𝑃
′
(𝑟) + ℎ+ 𝑘 + 𝑐0 − 𝑐1. 但是,不同运

作系统能力满足需求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电力、通

信等服务运作系统无法通过库存缓冲外部需求, 监

管机制的设计导向应该是迫使此类管理者积极恢复

受损能力. 根据推论 1和当前中国监管的实际 (国务

院 493和 599号令),本文认为不应该降低对电力等服

务运作系统的监管惩罚下界,同时应采取 𝛽 = 1的无

限度惩罚机制, 以迫使管理者完全恢复受损的能力.

但是, 对于石化等生产运作系统,外部需求可由实物

库存满足, 由推论 2可以看出, 如果一味强调受损能

力的完全恢复, 反而会增加其应急期末的库存水平,

不利于企业的经营绩效. 因此,对此类运作系统的监

管惩罚, 可采用有限度惩罚 (即 𝛽 < 1)来降低应急期

末的库存水平,但定理 2、推论 1和推论 2无法确保最

优𝛽的存在.

推论 3 对于两类运作系统, Δ𝛼 ∝ Δ𝑟,Δ𝑢, 即

𝛼越高,管理者应急决策越倾向于 𝑟∗ → 𝑅, 𝑢∗ → 𝑆.

由式 (3)可知, 𝑢和 𝑟满足对偶原理, 证明方法类

似于推论 1和推论 2,此略.

由推论 3可知, 管理者激进的应急态度将抬高

𝑟∗和𝑢∗,从方便应急决策的角度而言,管理者应急态

度越激进,决策越简单. 但结合推论 2,过于激进的应

急态度会推高生产运作系统应急期末的库存水平.

定理 1、定理 2、推论 1∼推论 3仅讨论了单个应

急阶段的情景, 与服务运作系统不同的是, 生产运作

系统由于库存 𝐼的存在,使得单阶段应急成本最优的

决策组合无法保证𝑁个阶段的总应急成本最优,还需

额外证明.

定理 3 当𝛼 ⩾ 2𝑘/(3𝑘 + ℎ − 𝑐1)时, 生产运作

系统的应急总成本ΣΦ𝑛为 𝑟的凸函数, 存在唯一

{𝑟∗𝑛}序列使得ΣΦ𝑛存在最小值.

证证证明明明 采用逆向归纳法证明. 设 𝐽𝑛(𝐼𝑛)是从

第𝑛阶段开始到结束的应急成本, 𝑇𝑛 = 𝐽𝑛(𝐼𝑛)∣𝐼𝑛=𝐼∗
𝑛

,

𝐽𝑛(𝐼𝑛)为

𝐽𝑛(𝐼𝑛) =

Φ𝑛 + 𝜌
w ∞
𝑦=0

w 𝑢𝑛

𝑥=0
𝑇𝑛+1(𝑥, 𝑦)𝑓(𝑦)𝑔(𝑥)d𝑥d𝑦+

𝜌(1−𝐺(𝑢𝑛))
w ∞
𝑦=0

𝑇𝑛+1(𝑦)𝑓(𝑦)d𝑦,

𝑛 = 1, 2, ⋅ ⋅ ⋅ , 𝑁. (8)

其中

𝑇𝑛+1(𝑥, 𝑦) = 𝑇𝑛+1(𝜉 − 𝑦),

𝑇𝑛+1(𝑦) = 𝑇𝑛+1(𝑍 − 𝑦),

设折现因子 𝜌 = 1. 对于生产运作系统,应急阶段间的

状态转移方程 𝐼𝑛 = 𝐼𝑛−1 + 𝑢𝑛−1 + 𝑑𝑛−1 + 𝑟𝑛−1 − 𝑦.

首先证明,第𝑁阶段 𝐽𝑁的凹凸性. 由于𝑁为最

后一个应急阶段,有 𝐽𝑁 = 𝑇𝑁 = Φ𝑁 ,可得

∂2𝐽𝑁/∂𝐼2𝑁 ⩾ 𝛼𝑔(𝑢)(𝑐1𝛼+ 𝑘(2− 𝛼)− 𝛼(ℎ+ 𝑘)). (9)

当𝛼 ⩾ 2𝑘/(3𝑘+ℎ−𝑐1)时,有 ∂2𝐽𝑁/∂𝐼2𝑁 ⩾ 0,则 𝐽𝑁关

于 𝐼𝑁是凸函数.

下面分析当𝑛 < 𝑁时 𝐽𝑛的凹凸性. 假设𝑇𝑛+1

是 𝐼𝑁的凸函数 (即𝑇
′′
𝑛+1 ⩾ 0),由式 (8)可得

∂2𝐽𝑛
∂𝐼2𝑛

=

(1−𝐺(𝑢𝑛))(1− 𝛼2)
w ∞
𝑦=0

𝑇
′′
𝑛+1(𝑦)𝑓(𝑦)d𝑦+

∂2Φ𝑛/∂𝐼
2
𝑛. (10)

由于式 (10)第 2项非负, 𝛼 ⩾ 2𝑘/(3𝑘 + ℎ− 𝑐1)时

第 1项也为非负, 𝐽𝑛关于 𝐼𝑛是凸函数. 根据对偶原理,

𝑇𝑛也是 𝑟𝑛的凸函数,因此当𝛼 ⩾ 2𝑘/(3𝑘 + ℎ− 𝑐1)时,

存在唯一能力恢复决策序列 {𝑟∗𝑛}使得应急成本最
小. □

4 数数数值值值仿仿仿真真真分分分析析析

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服务和生产两类

运作系统分别设计不同的算法对本文模型进行求解,

并对其中关键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以便更直观地分

析监管惩罚对应急决策的影响趋势.

数值仿真中采用的基础数据为: 突发事件发生

后, 系统剩余可供运行的能力 𝑑0 = 0.8; 受损能力

恢复的成本函数𝑃 (𝑟) = 1 000𝑟2; 外部需求 𝑦服从分

布Gamma(10, 0.1); 𝑘 = 80, ℎ = 1, 𝐼0 = 0 (对于服务

运作系统ℎ = 0, 𝐼0 = 0), 𝑐0 = 2, 𝑐1 = 10; 外部能力

支援𝑥服从均匀分布𝑈(0, 𝑆),外部能力供给上限𝑆和

系统可恢复的能力上限𝑅在下文中进行灵敏度分析.

易知, 服务和生产运作系统正常情况下的投产能力

为𝑍𝑠𝑟𝑣
𝑛𝑚𝑙 = 1.71, 𝑍𝑚𝑓𝑟

𝑛𝑚𝑙 = 1.63.

4.1 𝑤和和和𝛼对对对应应应急急急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分分分析析析

图 2为𝑤和𝛼对系统能力恢复水平的影响 (𝑆 =

0.2, 𝑅 = 0.1, 𝛽 = 1),图 3为𝑤和𝛼对服务运作系统应

急成本的影响 (𝑆 = 0.2, 𝑅 = 0.1, 𝛽 = 1). 数值模拟的

结果与理论证明吻合,并有以下结论:

1)当惩罚值𝑤 = [𝑃
′
(𝑟) + 𝑐0 − 𝑐1, 𝑃

′
(𝑟) + ℎ +

𝑘 + 𝑐0 − 𝑐1]时, 服务运作系统受损的能力可能无法

完全恢复 (见图 2中的阴影部分). 且当惩罚值下降约

一 𝑘值便会使管理者选择不积极应急,这表明如果缺

货成本 𝑘无法满足外部社会损失值时,监管部门应该

做的是加大惩罚力度𝑤. 当惩罚值𝑤 > 𝑃
′
(𝑟) + 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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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𝑤和𝛼对服务运作系统能力恢复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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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𝑤和𝛼对服务运作系统应急成本的影响

𝑘 + 𝑐0 − 𝑐1时, 增加𝑤值对应急效果无任何影响 (见

图 2), 管理者只能采取 𝑟 = 𝑅的决策. 若将受损能力

完全恢复,则应急所需时间仅受𝑅值的影响,即𝑁 =

(𝑍𝑛𝑚𝑙 − 𝑑0)/𝑅.

2)由图 3可知,若𝑤 > 𝑃
′
(𝑟)+ ℎ+ 𝑘+ 𝑐0 − 𝑐1,则

𝛼越大 (当𝛼 > 2时),管理者的应急决策越简单 (𝑟∗ =

𝑅, 𝑢∗ = 𝑆), 即只需全力投入可用于能力恢复的全部

资源, 并最大化使用外部可获得的能力支援. 𝛼的增

加几乎不会对应急成本产生影响,应急成本的上升主

要来自于𝑤的增加. 从该角度来看,服务运作系统的

管理者在应急过程中态度越激进越有助于降低决策

难度.

对于生产运作系统 (如石化、能源等制造商), 采

用遗传算法 (GA)对该随机动态规划进行模拟, 计算

𝑤和𝛼对应急成本和应急期末库存水平 𝐼𝑁 .与服务运

作系统不同的是:

1)降低𝑤, 𝛽值均能够较大地降低生产运作系统

的应急成本, 但从效果来看, 降低𝛽对减少应急成本

方面的贡献更大一些 (如图 4所示, 𝑆 = 0.2, 𝑅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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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𝑤和𝛼对生产运作系统应急成本的影响

2)𝑤和𝛽会使生产运作系统在应急结束时积累

过量的库存 𝐼𝑁 ,降低𝑤、𝛽值均能够降低应急成本,但

从减少应急期末库存来看, 降低 𝛽更有效 (如图 5所

示, 𝑆 = 0.2, 𝑅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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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𝑤和𝛼对生产运作系统应急期末库存的影响

3)当𝛼 > 2/3时, 𝛼对应急成本几乎无影响,但管

理者采取过于激进的应急态度会造成 𝐼𝑁的上升. 结

合定理 3,生产运作系统的管理者采取相对保守的应

急态度反而更有利于应急管理绩效.

综合 1)∼ 3)的仿真结果, 对于监管者本文建议:

不降低惩罚值,并辅以有限度惩罚机制会更有利于生

产运作系统降低应急成本,同时也更有利于企业的未

来绩效.

4.2 [𝑆,𝑅]对对对应应应急急急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分分分析析析

下面从管理者的角度,就两类运作系统的 [𝑆,𝑅]

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目的是给企业进行能力联盟、

恢复投资指出方向.

表 1为服务运作系统 [𝑆,𝑅]参数对于应急运作影

响的仿真结果.

表 1 [𝑆,𝑅]对服务运作系统应急成本和时间的影响

𝑆 𝑅 = 0.1 𝑅 = 0.2 𝑅 = 0.3 𝑅 = 0.4

0 4 219.8(10) 2 038.7(5) 1 430.4(4) 1 103.4(3)

0.1 3 833.1(10) 1 855.1(5) 1 239.2(4) 990.1(3)

0.2 3 831.5(10) 1 854.9(5) 1 238.4(4) 989.3(3)

0.3 3 830.4(10) 1 852.5(5) 1 236.3(4) 988.1(3)

由表 1可见:

1)由𝑆 = 0到𝑆 > 0时,系统应急成本有较大的

降幅, 降幅区间为 [−15.4% ∼ −9.8%]; 当𝑆 > 0后,

𝑆的增加对降低应急成本非常有限. 从该角度看, 对

于服务运作系统而言, 有外部支援即可,但不必强求

过多的外部支援, 这意味着“对通信卫星扩容”的建

议更多出于保障应急期间的通信安全,但对降低应急

成本的贡献并不大.

2)相对于𝑆,𝑅的增加,更有助于降低服务运作系

统的应急成本和缩短应急时间. 从仿真结果看, 𝑅对

降低应急成本的边际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从应急准备

投资看,服务运作系统在提高内部恢复能力𝑅值上的

投资并不经济,如果能够与外部伙伴企业进行修复技

术的联盟则是更好的选择.从该角度看, 2008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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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向受灾地区派遣超过 25万员工进行能力修复是

能够大幅度提高应急绩效的.

表 2为生产运作系统 [𝑆,𝑅]参数对于应急运作影

响的仿真结果.

表 2 [𝑆,𝑅]对生产企业应急成本 (期末实物库存)的影响

𝑆 𝑅 = 0.1 𝑅 = 0.2 𝑅 = 0.3 𝑅 = 0.4

0 2 155(1.83) 1 457(1.92) 1 006(2.00) 865(2.29)

0.1 1 992(2.35) 1 149(2.47) 897(2.63) 729(2.89)

0.2 1 695(2.58) 1 075(2.66) 839(2.87) 723(3.01)

0.3 1 314(2.73) 985(2.98) 829(3.12) 718(3.32)

由表 2可见:

1)𝑆对生产运作系统应急成本的下降具有更高

的贡献率,但是随着𝑅的增加, 𝑆的贡献率逐渐下降.

从该角度看,在生产系统能力恢复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外部能力支援可相对减少; 反之,则应该加强外部能

力支援的获取.

2)与服务运作系统类似, 𝑅值更有利于降低应急

成本,但其边际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 此外, 𝑅值的增

加会显著提高应急期末的库存水平 𝐼𝑁 ,且 𝐼𝑁远高于

𝑍𝑚𝑓𝑟
𝑛𝑚𝑙 ,库存贬值的风险增加. 因此,从该角度看,过度

投资内部维修部门的恢复水平 (如增加备件库存)并

非最佳选择,可效仿国家电网的应急实践,尽量在应

急期间获得伙伴企业的恢复技术支持 (或备件支持)

能够改善应急绩效.

5 结结结 论论论

本文从运作管理的研究视角,讨论了监管惩罚约

束情境下两类运作系统的应急决策,建立了相应的理

论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监管惩罚和其他相关

参数对应急决策的影响,所得结论对政府监管部门改

善监管惩罚机制和管理者提高应急绩效具有一定的

理论借鉴意义.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监管者的角度,本文希望对监管惩罚机制做

如下补充建议:

①从迫使管理者完全恢复受损能力的角度看,

监管机制约定的惩罚𝑤不能低于下界值𝑃
′
(𝑟) + ℎ +

𝑘 + 𝑐0 − 𝑐1,高于该惩罚值能够确保管理者积极应急,

并使受损能力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𝑤稍有下降 (约ℎ+ 𝑘),管理者便不会将受损能力完全

恢复.此外,当𝑤无法弥补社会福利 (如发生环境污染

等次生灾害)时, 监管部门应该实施更为高昂的惩罚

以迫使管理者积极应急.

②针对不同类型的运作系统, 应采取不同的惩

罚机制,例如对于电力、通讯等服务运作系统,应从严

制定监管惩罚 (即本文所提 𝛽 = 1的无限度惩罚),目

的是促使其完全恢复受损能力;对于石化等生产运作

系统,应采用有限度惩罚机制 (对应 𝛽 < 1),即系统能

力恢复到某一水平后免除惩罚,目的是避免管理者过

度应急造成应急期末大量库存的积压.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存在最优的惩罚系数𝛽 ,这意味着需要监管者根

据经验进行判断.

2)从管理者的角度,本文研究有助于提升其决策

质量和应急绩效:

①在选择外部能力支援的伙伴时,“支援越多应

急成本越低”的结论只适用于石化等生产运作系统;

对于电力等服务运作系统,外部能力支援“有即可”.

这主要归结于服务运作系统在满足外界需求时,其能

力无法像生产运作系统一样通过实物库存来缓冲应

急期间的能力缺口.

②受损能力的修复水平对降低两类运作系统的

应急成本起到主要贡献,但其边际贡献率会下降. 这

意味着,对能力恢复部门进行合理的投资 (如应急修

复演练、增加技术投入)、维持良好的备件供应商关

系 (以便应急期间加快核心备件供应)、获得伙伴企业

能力恢复技术支持等都能大幅降低应急损失.需要注

意的是: 对于石化等生产运作系统而言,过高的能力

修复水平会造成应急期末库存的急剧上升 (意味着库

存跌价风险加大,未来运营绩效可能被损害),应急期

间浪费现象增加,应谨慎增加能力修复水平.

③总体来看,管理者应急态度越激进,应急决策

越简单,最大化利用内外所有可获得能力即可无需复

杂计算.但不同类型运作系统管理者的应急态度对应

急成本的影响有所不同:对于服务运作系统而言, 管

理者激进的应急态度对应急成本影响不大; 对于生

产运作系统而言,激进的应急态度反而推高应急期末

的库存水平, 造成应急过度的现象. 综合来看, 服务

运作系统的管理者应选择更为激进的应急态度 (即𝛼

> 1), 生产运作系统的管理者则应相对审慎, 同时注

意其应急态度因子存在下界,即𝛼 ⩾ 2/3.

本文研究过程中放松了一些假设,如:一些关键

运作系统的能力损毁可能存在巨大的负外部效应 (如

2008年电网损毁后的春运交通瘫痪、工厂停工、2011

年福岛地震后的核泄漏等). 应急期间管理者的一些

行为将如何影响到企业的应急绩效还有待进一步的

模型和实证研究,应急过程中监管部门和应急管理者

之间的动态博弈行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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